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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文化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幸福感判断，学界存在两种相反观点：一是认为文化差
异会造成情感、心理等因素上的差异，从而影响自我阐释和幸福感的判断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文

化背景差异不会导致调查结果差异。通过社会学调查实例结论，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前者更倾

向于具体指标的分析，对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参与更为有效；而后者则将各指数因素归纳作

整体把握，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若要完成有效的政策制定参

与，应重视社会指数研究的旨向与目的，将前者纳入后者调查范围，重视数据的二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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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关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文化差异都
是要厘清的前提性问题，因为文化因素会对价值观

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表达，这是

应该肯定的，且得到科学证实的。①由此，文化因素

在幸福研究，特别是幸福感比较研究中是否具有决

定性意义，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第一个要解

决的前提性问题。个人性格导致对幸福的理解差异，

这涉及心理学层面；不同地区和国家间因文化差异造

成对幸福的表述不同，这涉及文化层面问题。文化因

素对幸福调查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才开始逐
渐进入社会学视野。虽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普遍

认可文化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自我判断的差

异，但是在文化差异是否会导致幸福自我报告的巨大

差异问题、具有文化差异的国家和地区间是否可能以

及如何进行幸福感比较研究的问题上还颇具争议。

社会学领域在关于文化因素与幸福判断的关系

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文化因素会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幸福自我判定，导致不同文化背景

的调查对象在生活满意度评价上存在明显差异②；

二是认为因个体阐释或称个体差异导致的幸福判定

差异要比文化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三是认为文化

因素不会影响生活满意度及相关比较研究。前两者

对差异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持肯定态度，不同点在于

第一种强调引起差异的因素是文化因素而第二种强

调个体差异因素；第三种对该问题持否定态度，这以

芬因霍芬等人为代表。认为文化差异与幸福调查结

果差异呈正相关的社会学家居多，他们通常在３个
层面上理解该问题：一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情感

表达的强烈程度不同，造成对同一问题的评价分数

不同，这影响地区和国家间幸福感的比较研究；二是

就个体性格而言，有社会学家认为，对于个体，幸福

感是先天的，具有文化个性，不会随生活的改变而发

生太大的变化，这造成同一社会环境中个体生活满

意度的认知差异；三是就不同群体而言，对幸福的判

定标准和侧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造成同一社会群

体的表述差异。第一和第三个方面是影响幸福感研

究的重要问题，下文尝试通过当前一些社会学研究

成果详细分析。

一、文化差异会导致情感表达与

幸福感判断差异的观点

　　撒赫等对此都作过相关研究，对个人情绪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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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息对个人生活满意评价造成的影响进行调

查
［１］。撒赫１９９８年的调查对６１个国家６２４４６份问

卷进行分析
［２］，就这些国家中情感和社会规范对于

生活满意度判断的相对重要性做了调查，在分别注

重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国家中，调查结果显示两

种文化背景下对生活满意度的自我判断往往呈现不

同倾向，个体情感因素和社会信息因素对个体在生

活满意度评价中占有不同位置，特别是在情感和社

会规范方面对生活满意的评价差异较为明显。在瑞

典、美国等个体主义特征的国家中，对生活满意的判

断往往表现为一种情感判断，比如积极或消极的情

绪；而在印度等集体主义特征突出社会中，生活满意

度容易受到社会规范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是否受

到社会认可，这在生活满意度中占有重要位置。就

个体比较而言，情感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要比

社会规范影响更大。因此，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情

感因素在幸福的判断中起到更为根本的作用，情感

因素会造成相同条件下人们对幸福感判断的差异，

因此文化因素会影响幸福感比较。

世界价值调查 ＷＶＳ（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组织
共设计３７５个问题，撒赫选取了涉及情感经验和生
活满意度关系的相关问题，询问受访者在过去几周

内的积极情绪，如自豪感，或者消极情绪如压抑或者

非常不高兴等情感，按答案归总数据，对积极情感

（ＰＡ）和消极情感（ＮＡ）按照０—５设立分数，然后二
者综合得出情感平衡（ＡＢ）分数。在来自４１个国家
的有效问卷结果中，选取２６８７７位男性，２８７２８位女
性，年龄在１６—９９岁之间，平均值为４１．９，标准方
差为１６．５，见表１及撒赫相关文章［２］，清楚显示情

感因素在判断生活满意度过程中不同文化间的差

异。在一些个体主义特征的西方国家中，个人情感

会更大程度地影响生活满意度
［３］，其对生活满意度

和情感平衡度，即积极和消极情感平衡的关联多于

集体主义特征的国家。葡萄牙等国正负情感差别不

大。个体主义国家的情感因素对生活满意度评价影

响较大，而集体主义国家更加侧重社会准则因素。

表１　根据不同文化的情感及常规预测生活满意度

变量

集体主义组 中间组 个人主义组

情感
生活满意

度常规
情感

生活满意

度常规
情感

生活满意

度常规

Ｂ ．３８６ ．３１８ ．４５２ ．１７０ ．６０７ ．１８８
ＳＥＢ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９
ｂ ．３４２ ．３４５ ．４２２ ．１７０ ．５５６ ．１６１
Ｒ２ ．３０８ ．２３４ ．３７２

　　注释：ＬＳ＝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所有的回归系数都在Ｐ＜．００１的水
平下有效．

尤赤达针对同一社会中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研

究也得出结论认为，欧洲裔美国人认为幸福与个人

目标的实现相关联，而东亚人群认为幸福与积极的

社会关系关联更多。“关系”在东方国家，作为一种

传统的社会认同价值，在人的生活满意度评价中占

有重要位置。比如在孟加拉国的调查问卷中，社会

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成为其人生成功与否的重

要衡量标准，而且不分社会阶层、性别和年龄，社会

关系成为当地人所有生活和活动的重点。孟加拉国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幸福感调查体现了个人、社会关系在
幸福判定中的作用，是文化因素对幸福判定产生影

响的典型例证。孟加拉作为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和

贫穷的国家，其对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惊人的高，

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成正比，在这种生活满意度调

查中，社会关系的分值决定了生活满意度的分值。

不难看出，这种强调文化差异的观点在如何详

尽、准确地设定、调查、分析问卷上相当困难，不同调

查之间也难以就问卷设定形成共识。因此在进一步

的比较研究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上也存在问题。

除文化差异与自我表述关系之外，个体差异与

幸福自我评价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撒赫等人

２００８年的实验研究中［４］
得出结论认为，自我阐释对

生活满意评价的影响要远大于文化因素的影响，这

说明，在跨文化研究中，个体差异比文化差异在生活

满意度报告中更具主导性。马特苏莫托等人也在文

化机制产生的结果上进行思考
［５］，这是比较新的研

究领域。亨利和撒赫也提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

同个体性格不因文化差异造成
［５］。自我阐释与幸

福判断也是重要的问题，但文章主要讨论文化差异

与自我判断的关系，这个问题只能提及，另行文。

二、文化差异不会影响幸福感

判断和比较研究的观点

　　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幸福判断，在这个问题上，
还有不同于前者的一种观点，即以芬因霍芬为代表

的当代欧洲研究者们认为，如果将幸福定义为“对

长时段内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判断”，并以此作为问

卷问题，那么文化差异对幸福感研究不会形成质的

影响。

首先，文化差异导致的情感因素不会影响满意

度判断。芬因霍芬等人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不同

文化虽然使人的幸福判断具有差异，但因对生活满

意度的判定的主要标准差别不大，使得不同国家和

文化间的幸福感比较具有可行性，且不会因其文化

差异而造成结果上质的差异。谢勒等人的调查结果

显示，来自３７个不同国家的人在含有情感因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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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相近。奥义奇发现在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

人中，个人在网上回答一周情感经历的时候没有太

大差别。而且，一些调查也证明，在亚裔和欧裔美国

人遇到与浪漫相关问题时，其情感表达、面部表情表

达和自主神经系统行为的测量中，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没有明显的不同。这与论文第一个问题中谈的强

调文化差异造成幸福感差异的观点恰相反，这种差

异值得进一步分析。芬因霍芬等人认为幸福研究的

文化因素需要考虑，但是只要设定合理的问卷参数，

文化因素对幸福感判定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将幸

福定义为对生活整体的满意度，这样，即使在极其贫

穷落后的地区，由于其情感、社会关系或者宗教的自

我满足和价值实现，其幸福感也可能会相当高，物质

条件在其满意度中的比重被平衡。换句话说，在评

价生活过程中，任何调查不会穷尽所有参数，而人们

也只对那些先天在意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做出判

断。因此，幸福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

否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满意的侧重点可能不同，但是

其结论指向对生活的满意度，而不在于对哪些具体

事物满意。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差异引起的自我

表述差异在比较研究中可以用满意度赋值所替代，

可见，比较研究所侧重的是比值，而不是文化差异引

起的自我表述差异。

①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世界价值观的调查中大部分是欧洲国家的数据分析，欧洲国家由于历史和近代社会发展，社会
政策比较完善，价值观上比较一致，这也是欧盟得以成立的原因之一。因此，此项调查对于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和群体间是否同样有效，还要进

一步研究。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多元性和幸福感研究还须具体考虑。

其次，影响人们满意度判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

情感因素。芬因霍芬在１９９２年针对文化差异在群
体间幸福比较研究问题的调查中，认为现实文化差

异对于群体间的比较研究影响不大。影响人们对幸

福评价的重要因素是生活条件，诸如物质生活、社会

公平、社会安全，以及教育、医疗、就业等，且影响的

关键因素多集中于财富、自由、安全等一些共同因

素，这些因素可以通过自我报告做出准确的判断，因

此，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评价具有可比性。美国斯

坦福大学的蔡（ＪｅａｎｎｅＬ．Ｔｓａｉ）和克努斯顿以及香
港中文大学的冯（ＨｅｌｅｎｅＨ．Ｆｕｎｇ）２００６年［６］

将文化

对价值判断的影响区分为理想感觉和实际感觉，如果

按照芬因霍芬观点，那么幸福研究所要求调查对象报

告的是实际感觉，而影响实际感觉的往往主要的情感

因素是相同的，如快乐、感动、骄傲、兴奋等，这些居首

位的情感在不同文化人群中是没有差异的。

芬因霍芬在１９９１年的研究中也认为文化差异
对幸福判定的影响不大，其问卷是针对不同国家间

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而不是对某个因素的满

意度调查，其假设不同文化对幸福的判定因素基本

相同，且文化因素在生活满意度中不构成重要因素

未将社会关系的实现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按照芬

因霍芬的分析，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由快乐情感体验

和欲望实现两个因素构成，这两个因素分别对应情

感经历和认知比较，情感经历无非是快乐与否的比

较，而认知比较就在于个人欲望是否实现。这两个

因素都可以通过自我判断完成，文化差异对此影响

不大，幸福感判断呈现一种颇为相近的情况
［７］。满意

度不同的原因有多种，在幸福的条件中，健康、家庭、

工作、自由和平等因素在“什么是生活中的重要部

分”的回答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文化因素并不能

成为影响幸福评价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不同文化

群体或者国家间的幸福感的比较研究具有可行性①。

影响人对生活评价的主要因素中，健康、工作、

腐败、生活标准、教育等指数多是由经济水平和社会

福利水平所决定的，这在一方面也证明芬因霍芬等

人关于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
［８］，

一般来讲，经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也高，相应地，那

些影响生活满意度判断的因素诸如教育、健康等都

比较完善的国家，生活满意度就高。可参见表２中
２００５年前后国家幸福感数据证明。整体来说，经济
发达国家的幸福感相对较高。２００５年世界８６个国
家的幸福感平均值为６．５，丹麦、瑞典等高福利经济
发达社会远高于平均值，而俄罗斯、津巴布韦由于战

争导致经济滞后和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其幸福感值

较低。而从纵向来看，不同时间、不同国家的幸福判

定标准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坎特利在１９６５年
所作的调查中，对１６个国家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与
２００５年盖普调查所选取的主要指标相近。

表２　２００５年前后国家幸福感

国名 平均分值（取０ １０）

丹麦 ８．２
瑞典 ７．７
美国 ７．４
德国 ７．２
法国 ６．５
菲律宾 ６．４
日本 ６．２
土耳其 ５．２
俄罗斯 ４．４
津巴布韦 ３．３
……

８６国平均值 ６．５

　　来源：世界幸福数据库，国家幸福感（芬因霍芬２０１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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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因霍芬的研究方法对存在诸多争议，很多人

认为这种单一问题式问卷过于简单，不足以反映出

影响人们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但这种把生活看作整

体做出的评价，对于解决幸福的混乱概念界定具有

重要意义，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间幸福

感比较研究也有方法层面的突破，然而对于分析政

策制定和修改的具体角度，则显得过于简单和不具

说服力。实际上，芬因霍芬本人在整体生活评价调

查之后，也根据具体需要进行具体层面或角度的指

数分析，并且他也做过相当多的关于幸福条件和怎

样才算是好生活的讨论
［８］。他的这种生活整体判

断在进行大规模比较研究时采用较多。较之论文谈

的第一个问题，芬因霍芬是将研究变为归纳———演

绎的顺序，下一个问题展开谈。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点也没有考虑特殊历史

阶段文化对幸福感判断标准产生的影响。在特定历

史阶段形成的文化可能会造成人们对生活满意判断

的差异，比如革命年代，自由、解放可能作为人们全

部的生活重心；而社会稳定初期，是否实现个人奉献

精神可能是人们判断生活满意的标准。如果对这种

特殊历史时期的生活满意度调查，那么这种特殊时

期产生的文化和情感因素就需要研究者加以考虑。

历史地看待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研究会发现，人类

的幸福感随着不同历史形态和社会变革的变化而变

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形态转变时期，人

们的幸福感会有变化和波动，是因为人们对生活评

价的关键标准发生变化。二战时期，和平成为人们

对好生活的判定；而二战后经济萧条期，物质丰富成

为人们对好生活的判定。按照芬因霍芬的理解，当

社会转型进入稳定时期，经济和物质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人们对好生活的判定标准会逐渐改变。采取

一种历史纵向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幸福感的变

化，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研究也要结合社会发

展历史和现状。

三、对两种不同观点的社会

指数研究视角分析

　　以上两种关于文化差异与幸福感研究关系的
不同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幸福感研究的两种不同

的研究思维和研究功能。为行文方便，将主张文

化差异影响幸福感研究并强调调查相关具体指标

的观点称为第一种观点；主张文化差异不会影响

幸福感研究的观点称为第二种观点。就指数研究

功能看，后者注重宏观指数研究，适合大规模调查

的比较研究；前者更具有具体政策的验证和修订

功能。就研究思维看，前者从演绎到归纳；后者从

归纳到演绎。

首先，两种观点在研究中都属于社会指数研究，

秉承社会指数运动的主旨。现代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指数研究的延续，幸福感研究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生活质量研究发展而来［８］，依然

延续指数研究的旨向，当然这并不代表幸福指数成

为判定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唯一数据。从理

论根源看，幸福感指数研究繁荣于社会指数运

动，
［９］
社会指数运动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旨向就是

揭示社会问题，预测社会发展趋势并且为政策制定

提供参考性意见和建设性意见。幸福指数的发展也

具有这种目的性，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欧洲社会，特别是以瑞典为代表的高福利社

会的建设过程中，幸福研究起到了两方面作用：一

方面为福利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社会需求调查；

另一方面，幸福研究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检

测工具
［１０］。可见，社会指数研究的两个功能从结构

上看，政策制定的参与是意见的汇总侧重演绎，较为

微观；而政策实施效果的验证和社会发展预测侧重

归纳，较为宏观。当前，无论欧美的幸福感研究还是

中国的幸福感研究依然具有这种社会学研究的旨向

性并应担负起这样的社会发展使命。

其次，两种观点体现着社会指数研究的两种

功能，第一种观点侧重具体指标的研究，更适合为

政策制定提供具体建设性意见；相对来讲，第二种

则体现了指数研究的另一个功能，即社会发展的

预测，通过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调查，为社会整体发

展树立了风向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忽略文化差异

因素的研究更符合社会指数研究的最初愿望。幸

福指数是作为衡量社会变化和政策制定的重要风

向标，而单一幸福指标则不具有政策参考价值，只

能作为幸福指数分析的根据。这里需要强调两个

概念，幸福指数和幸福指标在理解上稍有差别。

幸福指数是人对生活整体的主观生活满意度自我

报告，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和生活状况的有效

反映以及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参考。而幸福指标则

是幸福指数中那些具体的参考指标，这种指标可

能包括经济条件、心理判断、政治条件、教育水平、

婚姻状况、医疗条件等。不同地域和国家间的幸

福指数可能相近，但指标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影

响幸福感判断的主要指标因素相近，这要在今后

的研究中进一步具体辨析。

为更多人谋取更大幸福，或者说对好生活的向

往，一直是边沁以来社会学家追求的目标，幸福调查

是基础，而政策制定才是目的，只有不断调整、修改、

完善的社会政策才能帮助人们在幸福追寻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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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因此，如何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以及

宗教信仰、经济、政治的不同情况在幸福追寻道路上

寻找、制定适合自己的政策，这是幸福研究的更高价

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幸福感调查中，应该考

虑到更多的指标因素，更全面地反映社会问题并为

政策制定和修改提供更多的有价值数据，单纯采用

单一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评价不足以获得对社会政策

制定和修改的具体建设性参与意见，不能很好地完

成指数研究的政策参与目的。芬因霍芬等人的对生

活整体满意度的幸福感调查，可以作为一段时间

（往往是较长时间内）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检验

手段，并且对于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

具有一定意义。但关于如何通过修改政策和推动社

会发展，应该结合具体指标分析以体现政策对教育、

医疗、养老、就业等多方面的调节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文化差异对幸福感判

断影响的观点，更倾向于强调调查主体的主观情

感层面，倾向反应具体指标的分析，是对具体社会

政策诸如文化、宗教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检验，

并可为政策制定、修改和调整提出更为具体的意

见。而认为文化差异不影响幸福感判断，即强调

生活整体判断的观点则倾向于各指数因素的整体

把握，更有助于宏观把握一段时间内的幸福感变

化以及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前者强调具体的指

标体系的构建，后者强调指数对社会整体发展状

况的反映。

再次，两者在社会学大数据研究中体现的功能

不同，前者有助于数据库的积累和建设，后者则充分

利用数据库的应用，以期对社会发展走向做预测。

以上所讨论的文化因素与幸福感评价的关系，是建

立在西方幸福研究数据库基础上，但其问卷样本采

集和内容设计可以为中国借鉴。对于中国，特别是

不同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幸福判定的调查还缺少长时

间、多层面、大规模的基础调查，换句话说，我们还缺

少提供给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数据库，而海量数据基

础上的分析才能为社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

前景预测，这种数据分析要比数据积累更具价值，这

也是大数据的根本思维变革所在
［１１］。虽然芬因霍

芬的理论显示文化差异引起的满意度评价的关键因

素差别不大，但中国的区域文化差异明显，在进行全

国区域幸福调查的过程中，如何在问卷设计和结果

分析中看待文化差异引起的主观心理层面的满意度

评价差异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当调查针对宗教、

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检验时，在整体生活评

价之后，应该关注健康、家庭、自由、和平、工作、暴力

和腐败、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这有助于分析地区间的

幸福差异原因。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ＷＶＳ）提出
３７５种相关问题，可能还不能涵盖所有地区需要调
查的因素，要过于纷繁的指标体系中选出真正有用

的指标，否则会陷入无意义的指标罗列，这也是芬因

霍芬等人选择生活整体满意度判断的原因和优势所

在。可见，设计一份错综复杂的问卷对于中国不同

阶层、群体、民族、地域的研究更有助于满意度评价

结果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

质言之，对论文一、二部分所谈的两种观点进行

分析，认为两种观点的差异代表社会学指数研究的

两种功能和思维路径，也体现着概念界定和研究目

的的不同，文化因素对生活判断的影响毋庸置疑，但

在对整体发展调查中，第二种方法更有助于对检验

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政策实施效果和把握发展速度，

将各指数因素归纳整体把握，也更为适合并有助于

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而具体层面的分析，更符

合指数研究中对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参与的根

本目标。在调查中应该依据调查目的选取研究方

法，中国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若要完成有效的政策

制定参与，应该将前者纳入后者调查范围，并依据需

要进行数据的二次分析。一条中国的研究路径将使

社会指数研究和作为社会发展风向标的幸福感调查

更为准确、有效，在概念界定、指数设定等方面还需

要一致性，建立自己的幸福数据库，对长时段、大规

模的持续社会调查是必要的，使得“社会指数可以

作为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幸福指数成为

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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